
↓2009 年 8 月 25 日在东京国

士馆大学召开的《传统中国的法与秩

序》学术讨论会，前排坐于正中者为

小川快之、右一为青木敦，后排左四

为刘馨珺。 （转自王瑞来先生博客）

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学人14

（下转 15 版） 隰

邗 （上接 13 版）

评：柳田节子著〈宋代的民妇〉》

等构成。

序言主要强调了传统中国

与近世日本在社会秩序上的差

异，前者表现为“健讼”，即依赖

官府力量解决纠纷， 而后者则

仰赖自治性的地方团体 （村），

以内部消化纠纷。此外，他还辨

析了“传统中国”的整体性与地

域多样性、 时期性变化之间的

张力， 由此引出其撰述目的在

于探究形成这种多样性的深层

模式。

第一章梳理了既往学界

有关健讼 、 江西经济发展 、地

方社会秩序维持与利益调整

的研究成果 ，概括出一些代表

性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设定了

本书的研究路径 ，“从宋-明的

长时段视角出发 ，同时也措意

于秩序维持 、 利害调整的视

角，尝试分析江西 、浙西 、浙东

的经济发展情况 （产业与贸易

相关的社会状况 ）与诉讼繁兴

的机制 ，并考察社会秩序的时

期性变化 、地域性差异 ”，由此

提炼出四种社会秩序的 “理想

类型”（下图）：

第二章讨论宋代信州铅

山场的开发与当地的物资运

输，勾勒出官方政策与 “健讼 ”

之间的关系 。 在小川氏看来 ，

宋代官府推行矿山开采 “承买

制 ” （由承包者缴纳一定额度

的矿产给官府 ，官府再从承包

者手中买取一定额度的矿产 ）

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涌入 ，当物

价上涨而官府买矿的价格不

变时 ，愿意承包者锐减 ，官府

为了维持矿山收入 ，对当地富

民课加缴矿义务 ，并鼓励他们

互相监督 、告发那些逃避承包

之人 ， 当地由此频繁发生诉

讼。 类似的关系亦见于伴随开

矿而兴起的运输业。

第三章考察的是宋代江

西 、江东的农业社会 ，分别涉

及饶州三角洲地带的粗放型

农业社会和江西河谷平原地

带的集约型农业社会 。 在前

者 ， 人们热衷于兼并土地 、抢

夺粮食以及逃税 ，甚至以勾结

胥吏进行诉讼的方式实现这些

目的， 又因为官府制定了奖励

告发逃税的政策， 所以被害者

也积极地进行诉讼；在后者，诉

讼则多围绕水利设施和粮食价

格展开， 由此竞争性倾向而导

致诉讼频发的社会状态。

第四章检讨宋代明州沿海

地区砂岸征税承包制实施与废

止时不同的社会状况： 如果设

置税场、官府力量强化，那么富

民承包征税，形成“砂主”势力，

且与官府勾结， 互相争夺承包

权并对砂民进行违法课征 ，由

此引发诉讼；一旦废止税场、官

府力量减弱 ，那么 “砂主 ”就迅

速沦为海盗， 该地区的纠纷就

演变为暴力斗争。

第五章将第三章的讨论延

伸至明代， 分别讨论了江西三

角洲地带、 河谷平原地带和山

区的社会秩序。小川氏认为，在

明代中期以前， 无论是三角洲

地带，还是河谷平原地带，老人

制都在地方上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但到了后期，则进入诉讼多

发的阶段。至于江西山区，一开

始因为 “土贼 ”势力强大 ，当地

既形成了较强的自律性秩序 ，

又往往爆发民间械斗； 到了明

代末期， 官府统治力增强，“土

贼”势力被镇压，于是就呈现诉

讼多发的趋势。

小川氏在结尾部分做出

总结 ：经济发展导致竞争性社

会状态的出现 ，由于 “父老处

理纠纷能力弱 ”，加上 “以政府

为主体的诉讼处理体制 ”和

“政府对告发不正当行为的奖

励 ”， “诉讼繁兴型纠纷社会 ”

就由此形成 ；若是官府影响力

无法覆盖某一地区 ， 则形成

“武力抗争型纠纷社会 ”。 一旦

经济低迷 ，人们对利益的诉求

不高 ，那么自然就出现了合作

性社会状态 ，尤其是地方上有

着父老甚至 “土贼 ”势力的主

导 ，这就形成 “本地主导型安

定社会 ”； 若是考虑到明代里

老人制是国家推行的政策 ，那

么也可将这种状态称为 “政府

主导型安定社会 ”。

由于附录部分与本书其

他章节的主题略有距离 ，与下

文所思所评无关 ，因此不在概

述之限。

三

本书出版以后， 日本寺田

浩明、 韩国洪成和曾分别撰写

书评 （刊于日本 《法制史研究 》

第 60 号 ，2010，页 222-227；韩

国 《明清史研究 》 第 34 号 ，

2010），刘馨珺则在专著 《〈唐

律 〉 与宋代法文化 》 （嘉义大

学 ，2010）的 “绪论 ”中简略概

述其观点 ，并指出 ：“小川氏的

研究方向固然提供新路径 ，不

过 ，如果能够检讨全国性法条

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关联 ，譬如

对 ‘铜钱 ’法令加以整理 ，或许

还可对比出产地与商业地的

需求 ，更深刻分析法制与社会

的互动 ”（页 5-6）。 由于笔者

不通韩文 ，以下只能概述寺田

氏的批评性意见 ，作为本文反

思的起点。

寺田氏首先认为本书的实

际内容与书名未尽一致， 尤其

是 “法 ”在最终都未见出场 ；其

次批评本书一方面因江西被认

为健讼而以它为讨论对象 ，另

一方面却又宣称所谓健讼一词

“只是表达官僚等人的认知 ”，

“在使用上如此不明确，那么探

究‘健讼’背景这种问题设定与

研究方法就没有那么大的意

义 ”， 由此本书的主题就成了

“阐明导致其诉讼增加的具体

机制”，这种置换问题的逻辑是

奇怪的 （作者一方面认为官僚

们的健讼评价不足以证实当地

的诉讼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又

依然断定 “健讼评价的唯一背

景就是诉讼增加”）， 而且本书

的整体分析也因此有所扭曲 ，

可细分为三：

其一， 作者认为诉讼增加

的前提是民间社会无法解决纠

纷，即社会关系本身欠缺“协调

性 ”、当地民间社会欠缺 “自律

性 ”。 然而 ，作者为 “协调性 ”、

“自律性”设定了极为严苛的标

准， 如民间所定水利规约因为

上申官府， 就被作者作为民间

社会非 “自律性 ”的指标 ，而这

种乡间禁约以官府权威为后盾

是中国史上的常态，若坚持这种

严苛的标准，那么传统中国社会

基本都是作者所谓的非协调性、

非自律性的竞争状态。而且作者

也列举了一些史料，说明诉讼的

起因并非是市场性，而是官方无

效的介入，以及起诉者将诉讼作

为攻击竞争对手的手段。 因此，

向官府起诉是民间无法自行解

决纠纷时的选择，这恐怕只是作

者一厢情愿的假想。

其二 ， 作者列举的 “诉

讼 ”， 大多与官府在授权承包

与赋役分配上的不公平相关 ，

而这些诉讼的结果就是对利

益进行适当的分配或剥夺 ，这

是官府进行地方统治的一环 。

将这些置于江西健讼评价的

背景之中 ，展现其特有的诉讼

结构 ，这可以说是本书最大的

贡献 。 但这种 “诉讼 ”，实则与

作者强调的 “自律性 ”、“协调

性 ”欠缺的民众之间的诉讼大

异其趣。

其三， 好讼实际上是对个

人性格的评价， 这就涉及到作

者所谓 “人们的行为模式 ”问

题。 换言之，对于江西人而言，

纠纷与诉讼的“阈值”为何低于

其他地方的人？ 这并不是如作

者那样，贴上一些“非协调性”、

“竞争性” 的标签就可以解答，

相较于以前的研究成果， 作者

无非是用“竞争性社会状态”取

代“人口增加”等罢了。

上述指摘确实切中肯綮 ，

有助于作者进一步检视既有的

研究成果， 也为笔者审视既有

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四

对于宋代法制史研究者

而言 ， 由于史料的限制 ， “健

讼 ”的江西是一个相对重要的

研究对象 ，本书第一章的学术

史回顾便已显示这一点。 在评

论青木敦所持 “垦区的移民迁

入 、人口增加的状况 ，当作成

为 （江西 ）健讼的直接契机 ”这

一观点时 ， 柳立言曾提出疑

问 ： “究竟江西的健讼是真像

还是假像？ ”他的逻辑是，如果

一个地方官在十年前只要处

理五个案件 ，十年之后要处理

五十件 ， 数量上增加十倍 ，似

乎确有健讼 ， 但该地的人口 ，

也从十年前的五千人 ，变成十

年后的五万人 ， 也是增加十

倍 ，相对人言 ，其实诉讼并未

增加 （《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

序 》， 台湾 “中央研究院 ”，

2013，页 xxxvi）。

这实际上就触及 “健讼 ”

问题的本质 ：所谓 “健讼 ”，究

竟是客观描述某一地区诉讼

数量的大幅增加 （高于人口增

长的幅度 ）， 还是仅仅表达地

方官或评论者的主观心境？ 柳

氏的疑问针对前者，青木氏或

书评

↑梅原郁的 《宋代

司法制度研究》于 2010

年获得象征日本最高学

术荣誉的日本学士院

赏。 图为日本学士院网

站的受赏者简介。


